
【摘   要 】 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有记述和评价货币金融现象的传统，但金融学成

为一门专门学问或者学科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第一次

西学东渐延续百余年，经历从引进、消化到初创的黄金时期，奠定

了现代金融学在中国的最初基础。第二次西学东渐时间不长，短短

二十余年间模仿苏联做法，折射出当时特殊体制选择对货币金融学

科的深刻影响。第三次西学东渐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与中国经济金融

的迅速崛起，经过从一开始引进欧美之学到随后与国内传统货币银

行学产生冲突磨合的曲折过程，国内金融学体系渐趋成熟。在三次

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的本土化努力贯穿始终。进入新世纪，中国

金融故事逐渐引起全球瞩目，金融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金融学

的创新发展迎来新机遇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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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有记述和评价货币金融现象的传统，但金融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或

者学科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第一次西学东渐延续百余年，经历从引进、消化到初创的黄

金时期，奠定了现代金融学在中国的最初基础。第二次西学东渐时间不长，短短二十余年间模仿苏联

做法，折射出当时特殊体制选择对货币金融学科的深刻影响。第三次西学东渐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与中

国经济金融的迅速崛起，经过从一开始引进欧美之学到随后与国内传统货币银行学产生冲突磨合的曲

折过程，国内金融学体系渐趋成熟。在三次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的本土化努力贯穿始终。进入新世

纪，中国金融故事逐渐引起全球瞩目，金融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金融学的创新发展迎来新机遇与

新挑战。 

【关键词】金融学；西学东渐；中国金融故事；本土化批判吸收 

 

一、引 言 

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社会变迁与国运兴衰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

现代金融学逐步传入中国。金融学是对金融实践的总结，但对于中国而言，情况则有些特殊。现代金

融学在中国的起步与中国本土的金融实践并无直接关系，国人最初接触的金融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

美金融实践的总结。这并不是说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金融实践，而是相对于西方，中国的金融实践被

认为处于落后地位。正因如此，当时模仿欧美金融实践便成为推动金融进步的方式，而基于欧美金融

实践的所谓现代金融学当时就自然而然地被奉为圭臬或指南。从 19 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

上的金融机构以及此后不久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传入，加上 20 世纪中后期对苏联货币信用理论的遵

奉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欧美主流金融学的流行，这一过程先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从宽泛的意义上讲，金融学在中国其来久矣。自先秦时代起，中国人便有记叙和评价货币金融现

象的传统。自《史记》中《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门记述货币经济状况以来，包含货币经济的专

门部分便成为了历代官方修史的一种传统或者“标配”。自班固修《汉书》始，历代官方修史大都辟

有《食货志》，且通过专条对货币情况进行记述。从某种意义上讲，《史记·平准书》末尾的“太史公

曰”的部分，便是司马迁阐释其货币观点的一篇专文。 

中国历史上丰富的货币金融实践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理论探索与政策思考，提出过不少著名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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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观点，即便着眼于世界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其中也不乏首创者(参见彭信威，1965;萧清，1987;

张家骧等，2001;叶世昌等，2003)。诸如，《管子》（不论是属战国的还是属西汉的）在世界上首次提

出和阐述了货币数量论; 
1
西汉贾谊最早发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此后北宋叶适基于纸币与钱币流

通重新加以强调，
2
前者的《谏除盗铸钱令》应当是世界货币理论史上有关国家统一货币发行权的最早

讨论，而此后桓宽的《盐铁论· 错币》则在很大程度上开了铸币权论争的先河;北宋以著述《梦溪笔

谈》闻名于世的沈括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观点; 3元代许衡已经认识到纸币和通货膨胀是政府对

人民的负债;明代邱濬已对劳动价值观点有朴素阐发; 
4
等等。粗略看来，中国早期作者先后提出过极

具中国特色的货币范畴，诸如子母相权、轻重、本末、虚实以及称提等等，这些范畴土生土长，是对

中国千百年来货币实践的提炼与总结。遗憾的是，此后数百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落后于西方强国，上

述货币观点渐次淡出世界货币理论的历史视野，从而未能汇流到近现代以来全球货币金融学创立与发

展的历史长河之中，最终使得现代金融学成为一个中国货币金融实践及其理论贡献长期缺席的理论体

系。 

迄今，中国古代货币金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孤立且不无封闭的知识体系，缺乏与现代主

流货币金融学的对接与融合，因此，中国古代货币金融思想在世界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历史中的角色，

是一个尚待深度发掘的学术领域。不过，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思想虽然未能汇流到现代金融学发展的主

流，但对于未来中国金融学的成长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找回或者重

新站立于自己的货币金融思想根基，中国的金融学才会重拾融入现代金融学发展进程的脚步。 

值得关注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

而且逐步树立了本土学人们的理论自信。特别是，中国持续四十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并没有一味

遵循主流理论范式的指引，而是在艰苦探索过程中走上了中国道路，其中涌现出了众多极具中国特色

的金融故事。基于这种情况，梳理和总结这些金融故事无疑成为本土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金融学

的本土化问题也就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试图着眼于西学东渐与本土化努力以系统描述和解析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具体内容安

排如下：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梳理近代以降百余年来金融学在三次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发展过程及其影

响;第五部分讨论在新世纪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引起全球瞩目的背景下金融学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金融

学创新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论部分，除了总结全文，还就如何讲述中国金融故事以及由此推动

金融学的新发展等问题给出初步解释。 

 
1
 根据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考证，在西欧，1568 年法国人让·博丹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货币数量论;威廉·戈兹曼

(2016)甚至认为《管子》作者所阐释的“刀币者，沟渎也”的深刻含义，欧洲的哲学家花了 2000年的时间才完全理解。 
2 直到 1560 年，英国人托马斯·格雷欣才发现这一现象并提出所谓的“格雷欣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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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次西学东渐中的引进与消化 

对于中国，金融学成为一门学问乃至发展为一种学科，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这就意

味着，金融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属“另起炉灶”，与中国既往的货币金融思想几乎不存在任何

联系。 

既然金融学在近代中国的起步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借鉴和模仿“西学”就注定难免。黄达教

授曾经考证过，“金融”一词并非古已有之，最大可能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因为那个时期，西方

经济学的不少概念都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黄达，2001)。众所周知，日本是近代以来全面模仿欧美

模式并致力于“脱亚入欧”的东亚国家。 

不管是直接从欧美引进，还是经由日本传入，现代金融学在中国土地上踩下的第一批脚印都带有

浓郁的移植或者“搬运”色彩，就如同现代金融业在中国的初创情形一样。从引进到消化再到结合中

国货币金融实际，那个时期的中国学人想必走过了一段在摸索中前行的曲折路程。尽管根据现有资料，

我们一时难以断定究竟是谁在何时将欧美货币金融学最早引入中国，但在 20 世纪的最初 25 年间，一

批名为《货币学》的外文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则证据凿凿。在这一时期，清华大学似已开设货币银行

学课程。另据统计，在 1949 年之前的 30 年间，总共有将近 40 部货币银行类译著面世(张家骧主编，

2001)，其中具有较大影响者如王怡柯编译自美国金莱(D．Kinley)的《货币学》(商务印书馆 1924 年

版)，这本译著还在原著基础上增加了中国货币状况的内容，可谓货币金融学“中国化”为数不多的最

初成果之一。 

需要指出，货币金融学之所以在近代形成传入中国的热潮，首先是当时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大势使

然。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则是，晚清以来大量国人走出国门、负笈欧美研习西学，其中不乏经受

西方经济学正规教育者，这些人的学成归国，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货币金融学在中国的传播。在随后中

国金融学的转型与发展进程中，这种现象还将反复出现。 

引进消化之后，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自立门户。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学习领会西学的进度与效

率是如此之高，经过短短十余年时间的研习与师承，国人便开始推出自编的货币金融学著作。据不完

全统计，在 1919 年至 1949 年的 30 年间，国人共计撰写出版货币金融学著作 133 部(张家骧主编，

2001)。从总体上讲，这些著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介绍和阐释西学中的货币金融知识及原理，从严

格意义上讲，虽然是自编，但无疑具有浓厚的“搬运”成分，因此可视为此前引进消化过程的延续。 

这种现象渐为一些志在为中国大学编写适用教材的学者所关注。比如，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

(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曾被学术界誉为中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著作之一，他本人在该书自序中

所发的一番感叹颇具代表性：“货币与银行为大学经济及商业学系学生必修科目，惟依著者多年的经

验，迄无善本可供教授之用。西文原书可以供参考者虽然甚多，而均不免有缺点。英人所著，偏于一

部分的精深学说，对于本学科的全体机构素不顾及。美人之书，虽可采作教本，但往往立论肤浅，读

之索然寡味。且英美人著书偏重各该国事实，在我们中国人观之，并不十分重要。反之，中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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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书中亦无从探讨。因此，货币银行学书虽汗牛充栋，竟无一本可适用于我国教学者。”黄宪章在《货

币学总论》(笔垦堂书屋 1947 年版)的自序中也谈及：在当时大学讲授的货币学中，中国货币学的书籍

“大体都是抄袭英美货币学的理论体系，似不甚合货币现象应有的解释及中国经济的需要”，由此明

确提出国人需要编撰“合乎中国需要的金融学”。 

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著述中也不乏结合中国货币金融实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开风气作品。在

一批秉持中西结合、学以致用理念的学者的倡导与推动之下，自编货币金融教程需联系中国实际渐成

一种风气。比如朱彬元编写的《货币银行学》(黎明书局 1930 年版)，系第一本由国人自编的同类教

材，马寅初曾在序言中点出该书恰逢其时的缘由：“各大学虽有货币银行学之学程，然所采用之教本

类皆欧美书籍，每觉详略失当，不切国情;是故教本之编著，实为亟需”云云。其实，马寅初早在 1929

年出版的《中华银行论》的自序中就已强调：国内大学货币银行学科“所选用的教材，固当取诸西书，

尤当讨论本国事实，引举本国证例，庶于学理与实际，均能顾及，俾学者一读，不仅可得一种知识，

即于基本学理所由生之环境与关系，亦可稍稍窥悉，此实著述家之使命也”。另如，滕茂桐的《货币

新论》(正中书局 1945 年版)曾被评价为“注意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因而在执行经济政

策上应有所区别，同时考虑到了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引自叶世昌等，2003)。

此后，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福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46 年版)一书中有关货币问题的讨论，紧密

结合中国实际，深刻勾勒中国货币特性，由此彰显的货币理论“中国化”取向则更是自不待言。 

近代以来特别是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之所以一度出现货币金融学的繁荣景象，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那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兼具西学功底与国学修养的学者，如杨端六曾留学日本、英国，受过

正规西学训练，同时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熟稔中国货币金融演进历史，所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三联书店 1962 年版)也是该领域扛鼎之作。与此同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现代银行业的发展以及

债券发行、股票交易等金融实践，都在这一时期风起云涌，也给本土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现实

条件。当然，中国的现代大学在这一时期也迎来创建与转型高潮，其中经济、商学诸学科发展迅速，

对现代货币金融学的教材与著述提出前所未有的需求，进而刺激了货币金融学的发展。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开始传播，直接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货

币理论的基础与发展方向。据不完全统计，1920 年至 1949 年期间，国人翻译自德、俄、日、英等外

文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货币学著作近 30 部;国人自己撰写包含货币金融理论的著作 40 部以及

10 余部货币银行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张家骧，2001)。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主要通过经济学著作

传播。1920 年有关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德文版书籍在上海翻译出版，1921 年北京大学学生邓中

夏等译出《资本论》第一卷初稿，后有多人接续努力，最后由郭大力、王亚南完成全译本并于 1938 年

出版。与此同时，国人开始自己撰写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著作。早在 1929 年，陈启修

即在其撰写的《新经济学》中介绍马克思货币理论，为该领域之滥觞。1935 年，李达的《货币学概论》

出版，系国内首部阐释马克思主义货币学原理的专门著作，后被三联书店列入“新大学丛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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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此外，彭迪先的《新货币学讲话》、杨培新的《新货币学》以及前述黄宪章的《货币学总论》，

均为当时该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应当看到，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过程中，由于针对当时落后货币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因

此，国人一开始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在欧美的货币制度，包括货币本位、主辅币关系、货币职能以及货

币铸造权等方面。不难看出，上述概念和理论的最初引进并非只是停留在教科书和著作层面，而是因

应了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晚清以来的币制改革运动。不过，当时国人

对欧美货币制度的认识尚属肤浅，不少人认为只要货币制度定得好，国家就可以富强(彭信威，1965);

就连孙中山也曾主张推行“钱币革命”似可解决中国面临一切问题(参见张家骧，2001)。当然，并非

所有人都对西学趋之若鹜。比如，陈焕章(1911)就曾以《孔门理财学》作为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博士学位论文，虽借用西学框架，但对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货币数量论、铸币权、纸币流通以及劣币驱

逐良币等思想均有详尽阐发。最先在中国译介斯密《原富》的严复，在货币认识方面就不接受古典经

济学价值观点而固守中国传统看法。实际上，人们每逢谈论货币问题特别是币制改革问题，往往是西

学国学杂糅，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学人层面十分普遍。传统与西学的冲突以及伴随于此的国人选择，展

现出“西学东渐”过程的复杂性。直到 1933 年 4 月实施“废两改元”后，随着西方货币理论的广泛

流播，中国传统货币学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在有关银行制度的认识方面，国人体悟到开办现代银行的必要性，起初也是为了应对外国银行大

量侵入导致利权丧失的困境。自 1859 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最早提及银行，后经郑观应、陈炽

以及黄遵宪等的进一步阐发，国人不仅对现代银行制度的功能、运作以及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有了初步

了解，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推动了中国货币银行理念的现代启蒙。比如，黄遵宪等有关银行体系纸币发

行需要十足准备的评介，明显受到欧美金本位下银行券发行理念的影响，这对于长期奉行政府单方面

发行(铸造)货币传统的国家而言显然具有革命性意义。若仅着眼于理论发展的层面，上述讨论大都属

于复述和照搬欧美说法与做法，因此似乎乏善可陈，但其在推动现代银行体系落脚于中国本土方面的

作用则不应忽视。当然，囿于近代以来中国工商业等实体经济的长期衰微，大多数本土银行建立后仅

着眼于发行钞票或者依靠发钞来维持运转，从而疏离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增进，因此仅具现代

银行制度的外壳。与此同时，有人则过分强调银行体系的作用，如康有为虽在 1905 年前后撰写的《理

财救国论》中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金融体系的构想，却极力夸大银行体系的作用，认为只要发行银行

券与公债，中国的贫穷与落后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殊不知当时中国金融业由外国银行把持，孤立强调

银行券发行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参见姚遂，2012)。可以说，这种状况贯穿于第一次“西学东渐”以来

国人金融知识启蒙与现代货币金融体系初创进程的始终。 

三、第二次西学东渐中的照搬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金融学经历了第二次“西学东渐”。只不过这时的“西学”已非此前的欧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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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苏联之学。1952 年，中国开始摒弃欧美大学模式，全面采用苏联大学体制，系科、专业、课程设

置一概因循苏联做法。一时间，编译苏联经济学以及货币信用学领域的教材和论著成为风气。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苏联的货币信用学教程已在国内翻译出版。例如，1939 年，苏联经济

研究所科兹洛夫主编的《货币信用论》第一卷《资本主义下的货币》，以《货币信用论教程》为名由

上海光明书局翻译出版。这本书影响较大，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中国成立伊始不少学校教师编著货

币信用学教材以及教授此类课程的一个蓝本。根据黄达教授(2010)的回忆，1950 年，中国人民大学(在

华北大学基础上组建)指定他给一年制的专修科讲授货币银行学，当时可资参考的书籍中便有前述李

达的《货币学概论》，应当是基于此书。 

既然是“一边倒”地遵从苏联做法，在国内一时缺乏相关教材和教师的情况下，有条件的学校聘

请苏联专家亲自上课就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例如，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先由苏联专家(据黄达教

授回忆，1950 年 9 月至 1951 年 7 月，先后到校的苏联专家共 36 位)“手把手”地将相关内容传授给

国内教师，再由这些教师“转述”给中国学生。至于教材建设，从没有教材到翻译教材再到自编教材，

更是走过了一段摸索前行的艰苦过程。翻译既有的苏联教材无疑是解决货币信用学教材短缺问题的一

条捷径。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翻译的布列格里所著《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

信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改革开放初期，这本书依然被不少国内高校指定为货币信用学课程的基础

教材，可见影响之久远。 

尽快得到苏联货币信用理论的“真经”，还有另一条路径，那就是直接到苏联留学。例如，改革

开放以后长期担任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工作重要领导职务的刘鸿儒教授，1951 年由东北人民大学(1958

年更名为吉林大学)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财贸系的银行教研室听苏联专家讲课，后于 1955 年赴当时苏

联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习深造，先是主攻《资本论》，紧接着跟随货币信用学权威吉·阿特

拉斯教授研读金融学，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效力，可谓得了真传(邓加荣和张艳花，2019)。

有了坚实的货币信用理论基础，加上此后对中国货币金融实际的深刻了解、体悟与反思，最终造就了

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展身手的金融理论家、教育家与实干家。 

翻译引进苏联教材无疑解决了燃眉之急，但也存在后遗症。一开始，由于全面引进苏联教材，教

师在课堂上只讲苏联教材和苏联故事，对中国货币金融情况不甚了了，教学效果自然难言理想。根据

林继肯教授(2004)的记述，基于这种教学方式，教师通常难以直接回答学生有关中国现实货币金融问

题的提问，而总是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种“两段式”的回应了事。就这样，自编包含

“中国部分”的货币金融教材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按照常理，经过了翻译、转述以及消化过程之后便是自编讲义以及教材，而自编的要义除了用自

己的语言和逻辑重新梳理、表述既有的知识与观点(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货币流

通与信用)外，则是要体现中国的货币金融实际。其实，根据前述，此类问题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已

有人(如马寅初、杨端六等)关注过。1951 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提出编写《中国的货币流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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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相当于苏联相应教材的“中国部分”)的计划，三年草成初稿，其油印本随即在国内相关院校

教学过程中使用，1959 年以《货币信用学》(上)成稿出版，成为该领域教材之滥觞。 

无论是基于苏联教材的改编还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当时毕竟难以摆脱苏联范式的窠臼。20 世

纪 50 年代后期，先是中苏关系出现裂痕，紧接着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面临困境。前者在某

种程度上营造了突破苏联范式的氛围，而后者则提供了反思包括货币银行问题在内的经济理论与政策

问题的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曾在 1962 年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编写摆脱苏联束缚、从中

国实际出发的货币信用学教材问题。与此同时，一批结合中国货币金融实际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其

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1963 年发表的周升业和侯梦蟾合写的《信贷收支差额问题》、1964 年出版的由刘

鸿儒和王兰合著的《社会主义的银行信贷问题》以及黄达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流通》

等。尽管在随后的“文革”期间，包括货币银行学在内的国内高校文科课程被全部叫停，作为货币银

行学教学研究重镇的中国人民大学甚至一度停办，但这段时期结合中国货币银行实践的探索，在很大

程度上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金融理论与货币金融学科教学科研的恢复作了十分可贵的前期准备。 

若着眼于货币金融理论视角，这一时期的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而

人民币制度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要研究对象。人们对于人民币问题的研究以货币本质、价值基础以及

基本职能开其端，随即因应现实需求将关注重心转移到货币流通层面，并成为该时期货币金融理论研

究的亮点，其中不乏基于中国经验的发现。比如，作为马克思货币必要量原理的中国化，1959 年，中

国人民银行计划局的陈穆根据经验数据提出著名的“1∶8”公式，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不乏现实指导价

值(邓加荣和张艳花，2019)。再如，1962 年至 1963 年间，黄达教授等基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实践，

揭示现金与存款共同构成经济中的货币总量，确认银行信贷为调控货币总量的枢纽，并进一步借由信

贷差额的财政弥补机制，初步搭建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分析框架。从总体上看，由于受到苏联范式的

束缚，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研究显得单调并缺乏重大理论发现，西方货币理论、中国传统货币观点受

到漠视、排斥甚至批判，还有一些重要领域如通货膨胀成为理论禁区，人们甚至认为无通货膨胀、无

内债外债、低利率甚至取消利率等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部分理论努

力特别是有关货币流通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货币供求、宏观经济管理以及

通货膨胀问题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初步基础。 

不应忽视，在中国传统货币理论遭受冷遇和打压的特殊背景之下，仍有一些学者筚路蓝缕、执着

探索，相关学术成果不乏传世之作，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这部著作初版

于 1954 年，1958 年和 1965 年作者生前两次修订再版。这不是一部普通的货币史著作。作为货币史

家，作者对中国数千年货币金融历史演进过程的记述、考证与梳理极为严谨精深，同时作为货币理论

家，作者还提出了不少极富思想性的命题，从而将中国货币金融历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理

论高度。比如，透过中国古代货币职能由不同材质的货币形制担当(金银充当贮藏功能而铜币充当交

易手段)这一特殊现象，考察了财富分配制度扭曲导致的社会裂痕，进而探寻了中国历代王朝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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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更替的货币机理。再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倾向于选择窖藏而舍弃存款，大致因不少财富非由正道

获取而不能轻易示人以及缺乏金融产权保护(彭信威，1965)，据此十分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财富获取方

式与产权保护制度决定人们金融选择这一重要命题。 

四、第三次西学东渐中的冲突与融合 

走出十年“文革”，处于恢复中的中国货币金融学科百废待兴，亟需适用教材。1977 年，中国人

民银行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建设问题，可视为前文提及的十五年前那次“无果而终”

会议的接续。1980 年，早在 1979 年即已完稿的刘鸿儒教授撰写的专门著作《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

题》出版，金融界反响强烈，一度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1981 年，由黄达、陈共、

侯梦蟾、周升业、韩英杰合著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出版，这本教材完全摆脱苏联框框，立足

中国实际，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金融运行的经验教训多有梳理总结，而且贯通财政金融两大

学科，对于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内货币金融学教材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伴随国内经济金融诸学科的全面恢复，在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浪潮的推动下，我国金融学迎来第

三次“西学东渐”。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进程，其目标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欧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自然成为当时师从的不二对象。反映在货币金融学领域，国内各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逐渐掀起向欧美同类学科学习的热潮，甚至在某些阶段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基于

此背景，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欧美之学便又“卷土重来”。 

向欧美先进的货币金融学科学习的方向已定，但到实际操作起来，发现需要面对专业课程教材和

专业课程教师的双重短缺困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短缺问题最难解决，人才成长不能“拔

苗助长”，按理说需要从长计议。但形势所迫，需要想办法。前面述及，“文革”一结束，中国人民银

行便急切地召开专门会议，安排编写货币银行学方面教科书的事宜，其中的一个意图是打算通过短期

培训的方式先解决师资问题;有了初步的师资基础，随后就可以培训更多熟悉金融业务的人员，最终

满足教学单位和业务部门“等米下锅”的人才需求。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所属的几个院校都被要求开

办师资培训班，可见改革开放过程对金融学专业师资需求之大之急。1982 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简称“五道口”，2012 年并入清华大学)就曾借用第二次“西学东渐”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外聘苏联教

师的做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此次邀请的是美国大学的教授，安排他们讲授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等课程，收到良好效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相比于师资难题，教材问题的解决方式则相仿于近代的第一次“西学东渐”，即从翻译和引进以

欧美作者为主的外版教材以及著作着手。改革开放伊始，随着国内大学经济金融类专业的逐步恢复，

教材短缺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当时国门渐开，人们对全球大学经济金融学科的发展态势有所了解，其

中欧美大学相关学科的办学模式与理念迅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国内一些高校开始尝试性地借鉴这

种模式开办经济金融相关专业，吸引不少学校纷纷跟进。基于此，欧美通行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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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学课堂内外师生们竞相追逐的对象。借此背景，欧美教科书以及著作强势进入中国，并迅速占

领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约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前面提及的属于

苏联范式的大部分货币信用教科书则受到冷落并很快退出大学课堂。 

顺应于此，国内不少出版机构竞相推出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系列或者丛书。例如，商务印书馆 1897

年甫创就致力于译介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在出版界久负盛名。如前文所述，近代以来不少货币学译著

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印行。1981 年该馆将此前印行的单行本汇编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5 年

又单独推出《经济学名著译丛》)，迄今已刊行 700 余种，其中经济金融类作品(蓝色本)约占五分之一

弱，这套丛书以其选题之权威、翻译之精到而受到读者欢迎，数十年间畅销不衰。改革开放以来，不

少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便是通过这套丛书初次接触到诸如凯恩斯、弗里德曼等欧美著名学者的完整著作

与系统观点的。1988 年，上海三联书店组织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其中的《当代经济学译库》

以及《教学参考书系》迄今已印行 70 种以上，其中不乏被国内各大学广泛采用者。1995 年，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经济科学译丛》(2000 年专门推出《金融学译丛》;2015 年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者丛书》)，汇集国外名家名作约 180 种，一经出版，即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尽管近年来同类图书

市场竞争加剧，但该译丛中的一些经典教材仍是不少大学经济类专业教材以及参考书之必选。1997 年

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推出《当代经济学教科书译丛》、《国外经济学名著译丛》以及《哈佛

剑桥经济学著作译丛》，1998 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当代金融名著译丛》，它们皆以选材之权威、

翻译之精到而受到读者青睐。此外，中国金融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以及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等都

相继编辑出版不同类别的经济学教材与著作译丛，为这次经济学传播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译介行动推波

助澜。 

需要提及，早在 1980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主持翻译的一本美国大学通行教材《货币

银行学》(作者为 L．V．钱德勒和 S．M．哥德菲尔德)出版，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版的译自欧美

作品的金融学教材，也似乎是当时国内最早名曰“货币银行学”的翻译教材。1990 年，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S．米什金教授的《货币银行金融市场学》(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书名改为《货币金融学》)，该教材一经面世即受到追捧，被不少大学列为货币金融学课程

的基本教材，目前已出至第 12 版，畅销势头依然不减。在某种意义上，将其视作改革开放以来最为

流行的货币金融学教材当不为过。在此期间，也不乏高水平的自编教材，如香港大学饶余庆的《现代

货币银行学》和刘絜敖的《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在 1983 年几乎同时面世，前者偏重基本知识介绍，

后者侧重流派观点述评，皆为一时之所重。仅就前者而言，尽管岁月荏苒，现在看来这本货币银行学

教材篇幅稍显单薄，不少内容或嫌陈旧，但其行文之简洁畅达，表述之精到通透，仍为不少自诩与国

际接轨教材所不能及。 

粗略算来，改革开放以来各类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国外经济学教科书以及著作不下数百种，其中

属于货币金融学领域者，亦在一二百种之谱。客观地说，翻译或直接采用国外教材，不但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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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弥补了当时的教材短缺，而且促进了国内货币金融学教学研究与国际同类学科的联系与接轨。但也

应当看到，在此次大量翻译和采用国外教材的过程中，第一次“西学东渐”出现的问题重新涌现。流

行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自然是清一色基于欧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金融实践，几乎看不到任何中

国的货币金融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林继肯教授(2004)的说法，原来引进苏联范式时期的“两段

式”便转换成了“三段式”(即一开始讲欧美如何先进，紧接着谈中国如何落后，到最后说中国如何赶

上)。 

一开始人们采用此类教材传授欧美成熟的货币金融知识与做法，这完全可以理解，但随着中国经

济改革进程的推进、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货币金融全球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在大学课堂上仍然一味采

用只讲欧美货币金融故事的教科书，就有些不合时宜了。黄达教授(2010)曾经针对这段时期人们面临

的教材选择困局讲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说：当时货币银行学课堂上的教材状况是，中国人自编的

赶不上改革形势，翻译过来的大多是国外高水平的书，但与中国的实际距离过大;就翻译教材而言，固

然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有关市场经济的金融知识，但同时极易产生中国体制落后、改革迟缓的抱怨，而

无助于引导如何在了解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寻求推进改革之路。 

另需提及，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初期那几批出国留学人员的陆续归国，国内金融

学教学科研的“市场结构”悄然改变。尽管原有的教师队伍中不乏早年留洋归国者，后来还有不少国

内大学教师以访问学者身份游历欧美日澳诸地，但师资力量的主体依然是在本土培育出来的。不过，

随着留学归国人员的陆续加盟，这种格局逐渐被打破。本土教师并非完全缺乏现代经济金融学的系统

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国内大学受过严格的经济金融学专业锤炼，但或许是由于各自专业教育

背景以及对国情文化认知了解程度的不同，在有关货币金融学的角色定位方面，本土教师与海归教师

存在不小的差异甚至分歧。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双方一度围绕何为金融学的正宗以及货币银行学算不

算金融学这样如今看来疑似“伪问题”的话题展开过长期的争论。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

推进和国内金融学教学科研水平的迅速提升，上述争论渐次平息或者无果而终，但由此留下的学科裂

痕迄今似乎并未得到完全弥合。 

问题发端于改革开放以来欧美商学院“金融学”伴随第三次“西学东渐”强势传入。与前述第一

次“西学东渐”将货币银行纳入金融范畴不同(如 20 世纪 30 年代马寅初在为朱彬元撰写的《货币银

行学》作序时表明“货币与银行构成金融之两大要素”)，此次海归人员带来的是重新认识金融学的

“商学院视角”。基于该视角，正宗的金融学架构围绕金融市场与公司财务(或译为公司金融)搭建，其

核心是投资决策、资产估值与资产组合等被称之为微观金融的内容。照此衡量，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显

然不是正宗的金融学，而是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由此形成考量金融学的“经济学院视角”)。这种

“新视角”迅速扩散，影响所及，引发国内部分教师的不解、惶恐甚至抵触。在金融学专业学习甚至

讲授了几十年的货币银行学，竟然不属于“正宗”的金融学，这让不少本土教师难以接受。不过，当

时的现实情况是，货币银行学不管属不属于正宗的金融学，经过几代人多年积淀与传承，其在大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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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地位一时难以改变，但考虑到要与国际接轨，加上原有货币银行学的内容和结构

也需要扩展以顺应新的学科发展要求，因此又不能不顾及“商学院视角”。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视角

似乎逐渐产生了某种默契，“土”“洋”双方倾向于各让一步。作为妥协的结果，货币银行学被认为属

于金融学的范畴，但应当与正宗的商学院金融学加以区分，于是乎名曰宏观金融。不知不觉间，将金

融学区分为微观金融与宏观金融的提法，至少从学科结构层面上逐渐被金融学专业“圈子”所默认。 

关于金融学的微观宏观分野甚至金融(finance)范畴本身的来龙去脉，黄达教授(2001)曾经做过专

门梳理。应当承认，在欧美国家，名曰金融学或者金融经济学的教材大都只讲前述纯粹的微观金融学，

如全球十分流行的博迪、默顿和克利顿的《金融学》就只讲微观内容。但同时也有专门讲述货币问题

和银行问题的课程与教科书(西方的货币学源于 19 世纪，可谓源远流长;银行学发展稍晚，但在 20 世

纪初已趋成熟)。不过，后来有一种在欧美较为流行的涵盖货币、银行与金融体系诸部分的教材通常也

涉及一些金融市场的内容。特别是最近 20 年来，银行学开始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如 1997 年出版的弗

雷克斯和罗歇的《微观银行学》)，使得传统的货币银行学面目为之一变。1998 年面世的托宾和戈卢

布的学术专著《货币、信贷与资本》，更是融货币、银行、资产组合、资产定价于一炉。可见，金融学

所谓的宏观与微观部分在欧美国家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壁垒森严，或者说，两者的相互靠近甚至结合早

就成为一种趋势。实际上，兼容宏观微观的金融学结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出现在前述米什金

的《货币金融学》的早期版本之中。至于货币银行、金融市场、资本资产定价等，到底哪个属于金融

学哪个又不属于金融学、属于金融学的哪个是正宗的哪个又是非正宗的，这样的问题似乎就没有人专

门留意过。说来说去，这依然是一个只在中国某个特殊时期曾经存在过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 

应当看到，几乎就在“商学院视角”对货币银行学的“金融学”角色提出质疑的同时，国内便有

人(如黄达教授)开始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质疑，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互补而非替代更非对立，

并特别提醒原属传统货币银行学“阵营”的人们，要承认有关金融学的新视角与新理念对原有货币银

行学的更新、转型与发展有所贡献。在此基础上，倡导“商学院视角”金融学与传统货币银行学的兼

容并蓄，探寻整合金融学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的可行路径。这一理念随即转化为通过沟通金融学的宏

观微观分析改造甚或重建金融学全新体系的行动，其初步努力的成果之一便体现在黄达教授主编、

2003 年出版的《金融学》教材之中。在随后修订的第三版至第五版中，这一宏微观结合的理念与结构

得到更为明确的体现。尽管构建宏观金融的微观基础仍是金融学的未尽使命(就此而言，国内外似乎

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但上述努力毕竟意味着我们在此方向上迈出了步伐。实际上，推动构建金融学

的宏微观兼容结构，既是对金融学发展整体趋势的合理顺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学科包容情

怀的具体体现。从某种意义上看，后者对于中国金融学科的长远发展更为难得也更为可贵。 

换一角度看，经过此次“西学东渐”，欧美货币金融理论及其工具至少在中国大学教育层面渐次

普及，理论研究范式通过对主流方法的长期研习模仿也基本完成了与国际接轨。不仅如此，不少人在

此过程中过犹不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片面追求形式化的倾向。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学者潜心观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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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与真问题，从而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研究

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比如，1984 年黄达教授《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出版，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

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分析框架的正式形成。该分析框架所涉及的问题全部来自于中国经济生活，直面

中国特定体制背景下特别是经济改革以来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对宏观经济调控造成的挑战，系统梳理

了财政信贷相互作用的深层逻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开了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之先河。樊

纲、张曙光等(1990)基于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货币扩张的特殊机理，其中有关货币扩张

过程的“父子争议”与“兄弟竞争”以及企业拥有“间接货币发放权”等命题，极具中国特色和现实

解释能力。易纲(1991，1994，1996a)提出“货币化假说”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存在的“超额货币之谜”

给出解释，并据此初步确立了包含制度变迁因素的中国货币需求函数。谢平(1996)则由居民储蓄行为

入手提出包含“制度变迁预期”因素的货币需求函数，合理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长期存在的高储

蓄现象。李扬(1998)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的并存现象，在国内首

次提出“资本外流假说”并论证了资本外流问题。平新乔(1998)借由“预算软约束”新理论的“事后

有效假说”，有力论证了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具有“软预算约束”性质的贷款行为的合理性，进

而为中国国有银行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基础。张杰(1998)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结

构与变迁过程进行刻画与考察，初步揭示了中国渐进改革与金融制度演进之间的逻辑联系。樊纲(1999)

针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高企和政府负债偏低这一特殊现象，提出“国家综合负债”概

念，论证了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坏账具有“准政府债务”性质的命题，为客观认识和估计整体金融风险

特别是破解中国金融稳定之谜提供了全新角度。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成果倾向于借助主流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中国问题验证主流

理论，展现出本土学人在主流理论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并期望尽快融入主流的学术努力

过程。不过，若将这些个体的学术贡献“组合”起来，仍可初步勾勒出中国货币金融学的成长线索与

基本轮廓。 

五、新时代的中国金融故事与本土化努力 

进入新世纪，中国金融学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金融的改革与

发展，如何将中国金融故事讲进既有的金融学框架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崭新课题。 

其实，在金融学的教材和课堂中讲述中国的金融故事，或者金融学的“中国化”，是第一次“西

学东渐”以来绵亘中国金融学领域一个半世纪的老话题。只不过，如今面临的国情背景与此前有所不

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而如今的中国正在走向富强。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学的“中国

化”便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与使命。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推进现代金融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对此，一开

始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倾向，认为在金融学的教材中和课堂上，主要讲述欧美金融故事那是天经地义的



 

13 

 

事情，因为金融学的基本原理都是由欧美国家的金融经验提炼而来，这样做不是崇洋媚外赶时髦，而

是实事求是守规范。基于这种考虑，在改革以来不算短的时间里，对于国内绝大部分开设该课程的高

校，金融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故事的结合就仅仅体现在强调中国与欧美的差距上面(即前述所谓“三

段式”)，与真正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当中梳理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与命题这样的目标还相去

甚远。 

当时人们可能不太在意，我们竞相采用的欧美流行金融学教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大都在讲

述“本土”的金融故事。这样做的一个简单理由是，向本国的学生讲清楚或者向全球的读者讲述其本

土的货币金融运行状况，与其说是一种学科要求，毋宁说是一种公民义务或者责任。因此，对于中国

大学的教师来说，依托欧美金融故事讲授金融学基本原理只是一种过渡性或者补课性的暂时现象，而

非金融学讲授内容的常态。常态是回归欧美金融学讲述“本土”故事的既有做法，也就是讲述中国本

土的金融故事，或者依托中国故事讲授金融学原理。近些年来，国内不少金融学教材都在增加中国故

事内容，这种现象值得关注与肯定，但从总体上讲，绝大多数教材中的中国故事只是个案性和补充性

的，而非框架性和基础性的，更不用说基于中国金融故事建立全新的金融学范式了。当然，也有部分

教材(如黄达教授编著的《金融学》)从一开始就秉持基于“中国金融故事”讲述金融学基本原理的传

统，从而体现了金融学“中国化”的探索与努力。 

基于中国故事讲授金融学原理之所以重要和必要，除了上述学科传统的通常要求之外，还有更为

现实的理由，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与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所谓“主流金融学”(基于欧美金

融故事)的解释力在迅速减弱。此前，我们强调将主流金融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相结

合，或者运用现代金融学的原理讲述中国金融故事，那是认定这些基本原理本身的解释力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的金融实践与此尚存差距甚至还“不合格”。可以说，改革四十余年来我们针对于此已

经做了足够多的努力，取得的成果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目前此项工作完全应当告一段落。可是，一

旦主流金融学的解释力出了问题，那就意味着需要重建金融学的分析框架。主流学者敏感地意识到了

这一点，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和盖尔(2002)就曾惊叹：“与传统共识相比，中国恰好提供了一个反

例。”米什金在前文已经提及的那本《货币金融学》第 11 版第 8 章的一个“应用”中也提出同样的问

题：“中国是金融发展重要性的反例吗?”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崛起与金融发展并未遵循主流经济

学划定的路线图，中国改革开放过程陆续涌现出不少极具本土特色的经济金融故事，既有的主流框架

一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既然如此，有些迥异于欧美“样板”的金融问题就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差

距”，而属于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了。重要的是，对于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金融问题，就需要用

中国视角、中国逻辑以及中国框架加以解释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随着具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

路的不断拓展，金融学在中国“本土”的重建或者金融学的“中国化”将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几个

世纪以来，在大学讲台讲述金融故事的话语权长期被西方教材与教师垄断。如今，随着中国经济金融

的崛起，这种状况需要改变。讲授中国金融故事的权力，应当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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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人要在金融学教材中和在大学课堂上讲好自己的金融故事并非易事。本文一开始就已

提及，讲好中国金融故事的第一要务是要找回或者重新站立于本土的货币金融实践与思想根基。林继

肯教授(2004)曾谈及继承发扬中国古代金融思想以及总结中国古代金融实践经验的问题，以助力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科。此后，黄达教授(2018)更是反复强调，国人应当依靠东方文化传统的

精髓为世界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建设具有“东方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眼下，

对于国人来说，构建讲述“本土金融故事”的金融学的必要(客观)条件(经济崛起、金融发展)已经具

备，但充分(主观)条件(基础理论、哲学基础)远未成熟。对于后者，需要人们在熟稔中国货币金融思想

脉络的同时具备回望历史进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哲学智慧的能力。黄达教授(2018)进一步将哲学基础

视为“更为基础的基础”，认为只有夯实了这个基础，才能“使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渗透到货币金融

理论里面来”，进而方能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 

应当承认，在中国，金融学哲学基础的重建尚需时日。仅就货币金融基础理论而言，长期以来，

我们对此有所忽视，其中对思想史或者理论史的忽视尤甚。目前国内不少院校没有系统开设中国经济

思想史方面的课程，与货币思想史、金融思想史有关的课程就更属零敲碎打。对金融学的“中国化”

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缺陷或者隐患。懂工具和技术的人多，懂历史和思想的人少，熟悉哲学基

础的人更少，学科本身如同一个跛子，一瘸一拐的，何谈长远发展!在目前国内金融学的师资队伍中，

不知有多少人阅读或者浏览过“经史子集”当中与经济金融问题有关的经典原著;或者再退一步，不知

又有多少人熟读过《管子》以及《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抑或其余各史中的《食货志》。

无论如何，在全球经济金融变迁和中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今天，言必凯恩斯、弗里德曼而无视原汁

原味的中国货币金融思想，是有问题的。 

应当看到，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金融改革进程的推进，国内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本土的货币金融

经验，并尝试做出理论努力。相较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代亲历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过程的学

人，新一代学者更加青睐西学研究范式甚至盲目追求形式化，因此结合本土经验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似

乎有所缩减。但与此同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得不承认，主流框架并非具有“包打天下”的普

适解释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不少学人意识到新时期中国经济学的学术使命已不单纯是凭借临摹西学

“章法”被动融入所谓主流，而是需要通过讲述自己的经济金融故事和提炼中国假说命题，使主流框

架中包含更多的中国因素和中国贡献，进而推进主流经济学的创新发展。由此角度看，这一时期取得

重要进展的领域包括人民币汇率之谜(卢锋，2006)、中国金融腐败(谢平和陆磊，2005)、中国经济增长

的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2012)、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理论与方法(李扬、张晓晶等，2013)以及自 20

世纪 90 年代持续至今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谢平，1992;易纲，1996b，2020;易纲和宋旺，2008)

等。 

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基于近代以来货币金融演进案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学问题进行了有

益探索。举其要者如，杜恂诚(2004)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演进过程以及区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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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制度演进的特征，其中当时在华外国银行与中国本土钱庄之间存在的所谓“拆票制度”极富

金融制度均衡含义。戴建兵(2005)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一种十分独特且难以用主流货币银行理论的本位

概念加以刻画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以银两与银元为核心形成一个包含众多货币

类型、无所谓主辅币的货币制度层圈，该层圈的结构与变迁又进一步深刻塑造和改变着外商银行、钱

庄、本土商业银行以及政府之间的金融关系，由此逻辑出发，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制度的演进便具有了

新的样貌。叶世昌(2007，2008)透过 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上海股市危机案例，和银行、钱业公会抵制

1931 年《银行法》案例，得出借鉴西方资本市场制度和银行管理制度若不立足于金融国情则会陷入

“东施效颦”和“逾淮而枳”窘境的命题，至今仍具现实启示意义。王宏斌(2015)试图根据清代银钱

比价波动廓清长期流行于近代货币著作的“中式”货币数量学说，为深入研究清代以及近代以来中国

的货币流通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姜建清和蒋立场(2016)梳理了近代百年外商银行在中国的兴衰变迁

历史，客观评价了在此过程中不同金融制度和金融文化的碰撞融汇，特别是揭示了外来金融本土化的

一般规律，对重新认识新一轮金融开放逻辑以及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道路不无借鉴价值。尤需

关注的是，刘平(2019)通过一个银行职员 1921 年至 1942 年的档案资料讲述“微观金融史”，从极细微

处入手耙梳和展现了近代本土民营银行家艰难创业的心路历程，为人们研究近代以来中国银行业的演

进逻辑提供了有价值的样本。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从中国经济改革以来原汁原味的金融制

度变迁案例出发梳理逻辑和淬炼理论，内容涉及股票交易、外汇额度交易、非正规金融部门发展以及

民间借贷等方面(参见张曙光执行主编，1996，1999，2002，2005);还有一些国内大学的研究机构组织

专门力量系统解读新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事件(参见陈雨露和郭庆旺主编，2013);另有学者试图在主流理

论、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结构以及金融发展经验之间搭建桥梁并据此构建新的金融分析范式(张杰，

2017;潘越等，2019);等等。可以预想，如果中国学人由此往后注重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坚持走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田间地头”，持之以恒地讲述中国金融故事和总结中国金融经验，金融

学在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六、结语 

本文对近代以来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做了力所能及的梳理，结果发现，这基本上是一段国人

搬运、模仿和传播西方所谓主流金融学范式以及知识体系的历史。经历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在近代

以降国力衰微和变法图强的背景之下，源于欧美(包括苏联)货币金融实践的理论范式以及知识体系逐

步成为主流，而原生于本土实践的货币金融思想则遭受疏离与冷落。尽管此间国人的本土化努力从未

停歇，如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期，就有人明确提出需要编撰“合乎中国需要的金融学”，但在经济

金融实力相对落后以及谋求与国际接轨的总体趋势之下，通过讲述中国金融故事掌握金融学的“话语

权”明显力有不逮。转机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此时启动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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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与此伴随的“增长奇迹”不仅改变了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也让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重拾了理论自

信。由于四十余年来绝大部分经济金融改革与增长成果是在没有按照主流理论“出牌”的情况下取得

的，因此金融学的本土化问题便被自然而然地提上议事日程。 

金融学本土化首先碰到的是独具特色的中国金融故事，这些故事是亿万国人参与金融改革实践的

真实记录。国外文献并非没有留意中国经济金融故事的特殊性，比如，一些研究成果曾经揭示中国自

古以来就拥有十分独特的金融市场制度, 1还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存在的金融悖论, 

2更有学者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形且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直呼为“中式市场经济”。
3
不过，尤为

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并非简单模仿欧美经验，而是立足中国本土实际的成功例证

俯拾皆是。中国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被主流理论认为是低效的，可正是基于这种金融体系的有力支

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稳定增长;利率控制曾被主流理论判定是金融抑制的标志，

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却与居民部门的储蓄增长与金融深化并行不悖;中国人民银行被主流理论认为缺

乏独立性，却以其独特而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维持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的长期搭配;中国的国有银行体

系一度被主流学者诊断为缺乏竞争性，却以其超强的金融汲取与金融支持能力不但满足了改革与增长

进程中的金融资源配置需求，而且在此过程中成长为全球最大和最稳健的商业银行体系;等等。诸如

此类原汁原味的中国金融故事都无疑是金融学本土化的基本内容。可以说，只有讲好中国金融故事，

金融学的本土化方能寻找到步入正途的逻辑起点。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讲述中国金融故事了。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和紧迫

性的重大课题，其中最为关键者当属寻找甚或重建讲好中国金融故事的方法论与哲学基础。在此过程

中，需要基于中国金融实践背景重构金融学与金融哲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致力于推动既有主流金

融学与中国货币金融实践的深度对话与互动。金融学的本土化并非意味着盲目排斥或者摒弃现有的金

融理论及其知识体系，当然更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将传承于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哲学观点以及

思维方法，和直接萃取于本土货币金融实践的知识、思想以及逻辑，浸润乃至深植于既有的金融学体

系，以期形成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全新金融学框架。对此宏大主题，显然需要专文讨论。 

 
1
 王国斌和罗森塔尔(2014)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内部金融市场”，这种市场与源于欧洲的外部市

场相映成趣;“中国的信用交易由来已久且形式多样，只要抛弃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欧洲式金融制度的执念，未来的研究

者一定会发掘出更多理解中国信用市场的维度”;“20 世纪末期中国迎来新一轮投资热潮，其资本市场与欧美和其他

亚洲地区迥异，因此需要考虑，历史上的中国或许和今天一样，凭借着一个独特的金融市场来应对各种资金需求”。 
2 
艾伦和盖尔(2000)判断，“按照传统标准，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失败的系统，但实际上，中国已经取得了超过世界

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文版序言)。无独有偶，奥尔利克(2011)也持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银行是一群怪

兽，政府是它们的主要股东，监管机构限定存款利率的上限和贷款利率的下限，贷款既要听命于政治逻辑，也要听命

于金融逻辑”。即便是这样的银行体系，也照样“为经济带来增长，为投资者带来回报”。 
3
 科斯和王宁(2012)发现，“中国市场经济确实与英国、美国或者其他现存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

于历史原因以及中国所具有的众多独一无二的特性”;“对于中国经济危害全球市场秩序的指控，更大程度上是基于恐

惧与不了解，而不是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活力四射而又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可以在西方

社会之外扎根并繁荣发展。中式市场经济的崛起为其他文化与历史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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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of Money and Finance in China: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Paradigm to Localization 

Zhang Jie 

( School of Finan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documenting and evaluating historic events in 

association with monetary issues. Since the first such study by Sima Qian in the Shi Ji ( refer to the 

sections of Huo Zhi, Lie Zhuan and Ping Zhun Shu), such assessments have become essential 

aspects of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 The many detailed accounts of monetary practices an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gave rise to propositions for a quantitative 

theory of money in the Guanzi.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HEN Kuo examined how the 

velocity of monetary circulation affects the economy. These were the first studies of such monetary 

issu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However, as the economy of China declined for hundreds of years 

afterward, these valuable studies came to be neglected, and they failed to inform the broader world. 

On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paradigm in modern times did Chinese leaders begin to 

reconsider the study of economics, money, and finance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Altogether, there 

were three waves of learning about economics from the West． 

The first wave lasted about a century, and it involved a process of introduction, digestion, and 

imitation,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science of economics, money, and finance in 

China．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pread of Marxism during this period directly set the orientation 

for this discipline after 1949． 

The second wave lasted onlya little over 2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 turned from the 

Western model to the Soviet model of education in economics, and followed Soviet practices for 

constructing departments, majors, and courses. Indeed, this large-scale imitation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but even in this period, innovative Chinese research in economics 

continued. The work of economists during this period provided valuable prepar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third wav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opening reform and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initially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paradigm to its gradual integration 

with China's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monetary banking, the study of economics has taken shape and 

matured as an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during the third wave w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cro-micro compatible structure of finance. The 

emergence of new economic theories informed the actual practice of economic expansion in China, 

which enabled a long-term process of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During the three waves of learning from the West, consistent efforts were made to localize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early 1940s, Chinese economists explicitly indicated the need to 

compile China's own textbooks on finance to suit the nation's particular needs. Since then, numerous 

scholars have advocated the integra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uch knowledge. It has become customary to compile textbook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pecific localities concerned. Even during the second wave, such efforts never ceased．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China's financial success captur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practitioners of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sure to explo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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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Nowadays, the most urgent problems are how to rebuil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finance and how to apply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a basic component of the economics 

framework. Only by rooting economics studies in China's local conditions while pursuing 

compatibility with the Western paradigm can Chinese researchers on economics, money, and finance 

build their theoretical confidence and embark on the road toward more robust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cipline of fina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finance, and to do so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realities, with a focus on deepe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instream theory and the particular practices developed in China. This 

localization effort is in no way intended as a rejection of established theory and of the prevailing 

system of knowledge. Rather, it aims to incorporate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to the prevailing economic system to formulate a better and more inclusiv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 

Keywords: Economics of Money and Finance; Introduction and Learning of Western 

Paradigm; Chinese Financial Story; Localization Effort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NSTITUTE OF RUC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文化大厦 605 室，100872      电话：010-62516755      邮箱：imi@ruc.edu.cn


